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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
马栋栋，高文坤，徐丽杰[footnoteRef:2] [2: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新质生产力主要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能源革命三个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此为基础，构建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分析2008—2022年中国CO2和三种典型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数据，阐述我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现状。分析认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新质生产力与绿色供应链之间协同运作难度大、新质生产力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方面作用的发挥。据此提出如下建议：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绿色科技增能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效应；多管齐下，攻克新质生产力与绿色供应链的协同困境；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协作，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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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健全绿色发展机制”。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工作上实现了划时代的进步，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报告》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相比2015年大幅下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25.5%、19.7%、13.8%和15.0%。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了18.8%，超额完成了“十三五”约束性目标。［1］ 但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趋势性压力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长期矛盾尚未根本缓解，实现“双碳”目标任重道远。由于二氧化碳和主要污染物大部分来自人类生产生活中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两者具有排放同根、同源和同过程的特性，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论上是可行的。同时，协同治理减污降碳有助于避免环境政策制定中的不一致性，从而提高政策实施的单位成本效益。［2-4］ 然而事实上，我国当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体系使得末端减排压力剧增，环境政策难以兼顾降碳，降碳政策又很难兼顾减污，协同推进减污降碳面临严峻挑战。［5-6］ 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如何有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难题。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着力点，但是当前针对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和路径研究较为匮乏。鉴于此，本文旨在探寻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和作用路径，以期为我国在减污降碳方面的协同治理提供策略支持和决策参考，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二、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指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它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它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为主要特征，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跨越性升级所催生的新时代先进生产力。［7］ 它代表了在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驱动下，生产力在演化过程中的飞跃。［8］ 新质生产力主要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能源革命三个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其理论逻辑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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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逻辑
（一）高科技：新质生产力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技术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新质生产力具有高效、智能、精准等优点，它能够通过数据的收集和整合，提高决策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效破解污碳治理的双重难题。打破环境成本遵循效应是推进减污降碳增效的关键。［9］ 随着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企业可以更为快速地掌握新兴知识和技能，推动科技创新变得更加频繁、影响更大，覆盖范围更广，从而降低创新的成本，有效推进减污降碳。此外，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利用，可以提高政府减污政策和降碳政策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政府和公众对企业隐性排污行为的监督力度，推动减污降碳工作的深入开展。［10］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潜能，要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在碳污同源治理上的作用。
（二）高质量：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
合理优化的产业结构通常意味着经济体系中各个产业部门具有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大、创新能力更强、竞争力更强等特点。一个优化的产业结构有助于提升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等推动供应链绿色化，实现供应链内部与环节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而通过全方位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可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方向转型。具体而言，在原材料采购环节，可以借助大数据等筛选绿色供应商以减少源头污染与碳足迹；在生产制造环节，依靠智能算法优化生产工艺参数，精准控制能源投入与物料消耗，最大程度减少废弃物与污染物的产生量；在产品配送环节，运用智能物流系统与新能源车辆等优化运输，降低能耗与排放；在消费回收环节，借助数字化平台与回收技术，延长产品生命周期，提高回收利用率。同时，以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全面的信息支持和数据保障，不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11］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将逐渐走向高端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12］ 这种更为合理、绿色的产业结构势必会从根源上实现二氧化碳和主要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高效能：新质生产力助推能源革命
作为能源需求大国，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化石能源，［13］ 这种能源消费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高污染和高碳排放。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重中之重。新质生产力在推动能源供给、能源消费变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从能源供给角度来看，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可以促进能源生产领域向智能化方向转型，提升传统化石能源行业的生产效率和排放效率，推动化石能源高效利用，还能对能源生产环节和排放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监控，使能源生产过程更加精细化和绿色化，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能源供给作为污染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改变能源生产结构是推进减污降碳的核心步骤。［14］ 与此同时，光伏、风电、核能发电等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增加非化石能源在能源供给中的比重，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步伐。其次，从能源消费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量，引导企业能源消费向清洁能源转变。智能交通、物联网、共享出行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减少了燃油消耗以及汽车尾气排放，从而协同降低环境污染与碳排放量。［15］ 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能源供给和能源消费变革，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水平。
三、我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现状
（一）全国层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现状
2008—2022年我国CO2排放量、CO2排放强度、SO2排放强度、NOX排放强度以及PM2.5年均浓度的演变趋势如图2所示。其中SO2排放量、NOX排放量和计算排放强度 ① 所需GDP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等；PM2.5数据来源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的数据，再利用Arcgis10.0软件进行处理，得到中国大陆31个省份 ② 2008—2022年的PM2.5年均浓度值；［16］ CO2数据采用最新的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测度，并参考从建辉等的方法核算，［17］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
在碳排放控制上，2008—2022年我国的碳排放量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但是，我国碳排放强度除了疫情期间出现了短暂的上升之外，大体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从2.325吨/万元下降至1.001吨/万元，年均降幅为5.8%。在污染控制方面，2013年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后，SO2排放强度、NOX排放强度均呈下降的趋势，PM2.5年均浓度先保持平稳后急速下降。另外，从图2中可以看出，自2014年之后，CO2、SO2、NOX排放强度和PM2.5年均浓度都呈下降态势，表明我国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我国PM2.5浓度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标准5μg/m3仍有不小的差距。当前减污降碳工作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故而亟须充分挖掘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进一步推动减污降碳工作向纵深发展，以实现更为卓越的协同增效效益与环境改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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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O2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万元；SO2、NOX排放强度单位为千克/万元。
图2  2008—2022年我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现状
（二）区域层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现状
由于2011年以前我国政府未公布各省份三种典型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因此，本文基于2011—2022年CO2和三种典型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数据对区域层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现状进行分析。2011—2022年我国四大区域 ③ CO2排放量、CO2排放强度、SO2排放强度、NOX排放强度以及PM2.5年均浓度的演变趋势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我国四大区域在减污降碳工作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碳排放控制上，四大区域的碳排放量都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明显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但是四大区域碳排放强度都较低，除东北地区外，其他三大区域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态势，东北地区在降低碳强度上面临更大的挑战。在污染控制上，东中西部除了2018年略有上升之外，SO2排放强度、NOX排放强度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且PM2.5年均浓度在2013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后呈下降趋势；而东北地区除了SO2排放强度逐年下降外，NOX排放强度和PM2.5年均浓度在观察期内均呈波动状态，但在大的趋势上是呈下降状态，说明污染控制措施的效果不稳定。从减污降碳协同趋势上看，东中西部协同度较高，东北地区协同度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尽管东北地区的传统高碳产业因竞争力下降而萎缩，但同时新质生产力培育也比较滞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相对较慢。东北地区需要加速形成具有东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促进该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我国各区域应结合自身能源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强化技术支持，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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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O2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万元；SO2、NOX排放强度单位为千克/万元。
图3　2011—2022年四大区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现状
四、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障碍因素
（一）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尤其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绿色科技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新质生产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绿色技术创新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框架，是抑制环境污染、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9］ 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因素，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全面发展。CNRDS数据库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297个城市当年获得的绿色发明专利、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占地区年度获得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百分比均未超过30%，且63.3%的城市当年获得的绿色发明专利占比低于10%，约90%的城市当年获得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占比低于10%。［20］ 由于绿色技术需要资金投入多、风险大，且经济预期目标难以估量，我国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存在自主研发能力有限、基础研究薄弱和成果转化率较低等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精尖”绿色技术人才短缺、绿色科技研发投资不足和融资较难等因素阻碍了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限制了减污降碳的综合治理、协同增效。
（二）新质生产力与绿色供应链之间协同运作难度大
供应链绿色化是新质生产力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手段。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新质生产力凭借其蕴含的前沿科技力量——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以及先进的生物技术等，在各个环节与供应链的紧密结合与协同作用，为供应链绿色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赋能，能够切实提高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水平。但是，新质生产力与绿色供应链之间实现协同运作面临着诸多棘手难题，二者的有效配合存在较大阻碍。新质生产力要求绿色供应链实现信息透明化、网络化协作、绿色创新以及智能化升级，保证供应链各环节参与主体能实时掌握供应链的运作状况。［21］ 而在现实情况中，绿色供应链中的不同企业可能采用不同的信息系统和技术标准，这些技术之间的兼容性较差，数据标准和接口不统一，导致数据无法有效传输和整合，难以实现基于数据驱动的精准减污降碳决策。并且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管理流程和平台，绿色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数据整合变得复杂，难以实现实时监控和分析。此外，许多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仍处于发展初期，其应用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设备购置、系统开发和人员培训，对于绿色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而言，经济实力相对薄弱，难以承担这些高额成本。
（三）新质生产力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技术和人才资源相对匮乏，从而形成了“东部强中西部弱”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使得新质生产力在促进产业升级和能源革命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依托智能化基础设施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大量集聚，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减少生产污染，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除了当地传统产业所带来的污染和碳排放外，还可能会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部分传统产业，使得其在减污降碳上所面临的压力增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又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差距，加深了区域减污降碳的鸿沟。此外，近年来部分地区盲目发展新能源、低碳等热门产业，导致重复建设和产业同质化问题突出，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协调发展和全国布局，还影响了经济社会的绿色全面发展。
五、新质生产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选择
（一）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绿色科技增能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效应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以张江、怀柔、合肥以及大湾区等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支柱的区域性创新网络，这些区域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担当先锋和引领的角色。［22］ 首先，提升绿色科技创新能力必须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创新引擎，汇聚科技资源，专注于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关键绿色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使新质生产力在绿色科技的增能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跨越性发展，有力地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其次，在加大对绿色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改革科技创新和科研资金投入的粗放模式，避免资金分散和低效使用。科研机构要建立更加科学公正的科研项目评审机制，严厉打击虚假研究和套取科研资金的行为，确保资金能够流向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和研究实力的团队和个人；政府要采取精准的减税降费等政策手段，激励企业进行绿色科技创新方面的研究。最后，强化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鼓励产学研合作，确保科研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在减污降碳上的激励作用、变革力量和绿色效应。
（二）多管齐下，攻克新质生产力与绿色供应链协同困境
要解决新质生产力与绿色供应链之间协同运作难度大的问题，政府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引领者与推动者的角色。政府凭借其宏观调控职能与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可以在多方面深度发力以破解协同难题。在技术标准统一方面，政府应积极组织科研院所、行业专家及龙头企业进行深入研讨，依据行业前沿趋势与国内产业实际，精准确定涵盖数据交互、接口设计等多层面的统一技术标准，为不同企业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筑牢根基，从技术底层架构上消除协同壁垒。此外，由政府或行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搭建绿色供应链信息共享平台。该平台应具备强大的数据收集、整合和分析功能，能够实时汇集供应链各环节的生产、物流、能源消耗等数据，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减污降碳决策支持。财政支持上，政府可通过专项预算安排，定向为采用新质生产力技术进行绿色供应链升级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同时，鼓励绿色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发挥引领作用，与上下游中小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新质生产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共享技术、人才和资源，实现优势互补，降低单个企业的研发和应用成本。
（三）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协作，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
当前，新质生产力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是限制其在减污降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障碍。解决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发展特色和资源优势来合理规划，避免简单的区域间资源转移和产业复制。东部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较好，其在加强自身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节约化、集约化发展，避免重复建设而造成要素拥挤和过度竞争。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等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较差，其首要任务应当是增强创新能力，加快推进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减污降碳提供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势，发展相应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二是建立四大区域合作委员会或论坛，促进区域间的科技创新合作，鼓励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成果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进行孵化转化，缩小地区间新质生产力发展差距。三是设立区域合作基金，为区域间在环境治理上的合作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共同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注 释:
①排放强度=排放量/GDP.
②31个省份分别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
③四大区域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等10个省份（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等12个省份（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3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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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ath Sele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ing the Synergy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MA Dongdong，GAO Wenkun，XU Lijie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leverag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promot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focusing on industrial upgrad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nergy revolution. It also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synergy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by analyzing the emission data of CO2 and three typical air pollutant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2.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sufficient capacity for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iculties in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green supply chain, and im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eriously affect the pla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promoting the synergy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leveraging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to enhance the green effe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dopting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in synergiz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 green supply chains; and strengthening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ons to form a complementary and distinct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synergis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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